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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如何逐渐转变成近代社会的问题， 始终是中外中国史学者关注的焦点。 上世纪 70 年
代末以前， 史学界还是以中国如何在回应西方的冲击中产生结构性转变为提问方式， 或以传统与近代的
二元对立模式来解释近代转型。 但改革开放后，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演迁问题的思考出现了较大的转型。
一、 西方话语曾长期主导中国近代社会演迁思维范式的转换， 但近年来对此的反思以及 “学术本土
化” 的追求渐成气候
自柯文 （Paul A. Cohen） 系统地阐述 “中国中心观” 以后， 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本土脉络已
经有所关注， 开始寻求一种用以描述中国本土景象的 “内部取向” 的可靠范式。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的概念和理论， 开始被美国中国史研究者借用来探讨中国近世社
会。 他们试图从国家和社会在 “公共领域” 的互动来描述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国家—社会二分框
架的导入， 引起国内学界地方史个案研究的潮流。 这些 “内部取向” 的研究对于转变国内传统的宏大叙
事史学风格有很大的帮助， 也引起我们在具体的研究中逐渐改变对历史问题的提问方式。
美国中国学界最早开始运用 “市民社会” 和 “公共领域” 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
系， 其中较早的有萧邦齐 （R. Keith Schoppa） 关于 20 世纪早期浙江精英与政治发展的研究， [1] 玛丽·兰
金 （Mary B. Rankin） 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浙江士大夫与政治变迁的探讨， [2]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对 19 世纪晚期汉口的商业和商人团体、 [3] 冲突与城市共同体的研究[4] 等等。 然而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试
图说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与西方市民社会一样， 故而强调地方社会空间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以及
地方精英与国家制衡的能动作用， 认为社会力量与国家在公共领域里进行对抗和冲突， 因而这种理论的
移植曾受到普遍的质疑，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992 年 5 月，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特别为此举办了
研讨会， 《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期刊在翌年春季号发表了讨论会上的主要论文。 [5] 美国研究中国近
代史的著名学者如魏斐德 （Frederic Jr. Wakeman）、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等人认为， 近代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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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特点， 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方那样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 因而用源于西方的市
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历史， 是不恰当的。 黄宗智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 “第三领
域” （the third realm）， 代替公共空间以避免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相混淆。
一些学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反思这种学术发展趋势， 逐渐意识到对于 “国家”、 “社会”、 “公共领域”、
“第三领域” 概念的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方便了我们的表述， 并未促进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 而对
国家与社会之间分界线的追寻更是如此。 夫马进在善会善堂史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实际上是对这种学术
发展思路的回应。 他的研究表明， 从明末到清末期间， 事实上在善会、 善堂事业广泛开展的过程中， 国
家的影响也在增加， 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 “社会与国家的混淆”。 [6] 大多数回顾 “国家—社会” 分析框架
和 “市民社会” 理论在中国史领域应用的评述忽视了夫马进这一研究的贡献。 [7] 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借
鉴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近代公共性的概念。 [6] 杨念群也认为不必在 “国家”、 “社会” 之间做出一个
清晰明确的边界划分， 因为国家与社会的对峙本来是一个非常西方化的提法， 西方社会学领域通用的
“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 等概念移植到中国之后， 在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时遇到了困难， 正是因为这些
概念在西方已经被清晰地界定为一个具体的场域， 也就是通过咖啡馆、 出版物、 社团等形成的所谓 “中
产阶级”， 而这个场域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即使能发现某些表象， 也是移植而不是自发形成的， 完全不
同于中国本土的自治方式， 所以我们应该注重一些经过严格界定和验证的 “中层” 概念。 [8] 王日根在明
清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 “共域” 和 “自域” 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体现出对于理论本土化
的追求。 他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管理中， 有官民均可发挥作用的管理领域， 如赋税的摊征、 水利活动的
开展、 教育事业的建设等， 他将其称之为 “共域”； 同时也有官民各自开展自我管理的领域， 他将其称
之为 “自域”， 包括官方的 “自域” 和民间的 “自域”。 在这一概念定义之下， 他认为清代民间自域与共
域出现了合流的趋向， 或者说民间自域依附于官府， 求其庇护。 在共域范围， 民间力量和官府力量共同
发挥着作用。 冲突并不代表官方与民间整体的矛盾冲突， 一般也不至于发展到引起权力结构或既定社会
政治秩序发生变化的地步。 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共域的事务往往并不意味着地方自治， 而多为 “补官治之
不足”。 [9]
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 学者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即在分析清代中国问题时， 不宜套用 “市
民社会” 概念， 然而基本上都同意自明末以来， 在中国社会里有一特别领域， 其中官方与民间力量均有
参与， 并互有影响， 在不同时代， 两者有不同的比重、 不同的互动关系。 [10] （P319-320） 而在这一空间中寻找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只会走入将国家和社会看作铁板一块、 以官代表国家而以绅代表社会的困境。
在 “市民社会” 和 “公共领域” 理论的影响下， 关于 “国家—社会” 之间公共空间的问题出现了不
少以之为理论依托的研究成果。 兰金和罗威廉的研究堪称代表之作， 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兰金
把晚清政治语汇划分为三重概念： 即官、 公和私。 清代公共领域形成与国家权威相对峙的规模主要有三
大表现： 一是晚明随着中央集权的松弛和强迫式轮流服务于收税的里甲制的崩溃， 精英处理地方事务将
受到新的评价， 并可以增强其在地方上的地位； 二是识字率的提高拓宽了科举外的就业渠道； 三是绅商
精英的出现。 [11] 罗威廉用 “公共领域” 的出现概述 19 世纪在汉口城市服务系统和社会福利领域的发展，
描述了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来标示出公域的范围， 认为这种权益的让渡是城市周围的外界压力以及精英
构成的变化的结果。 [4] 两者都认为中国式的公共领域具有 “管理” （management） 的特征， 以之来区别于
西方特指意义上的 “公共领域”， 但两者对于国家在公共领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 兰金相
对比较强调国家在塑造地方公共领域中的作用， 而罗威廉认为公共领域的扩张几乎完全基于传统社会内
部的动力。 杨念群总结学术界对 “汉口模式” 的批评与反批评， 认为探究公共领域的适用度似应首先打
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 罗威廉思维中的矛盾困局是很明显的， 他在担心把中国历史变成西方发展的一个






观判断， [13] 因此对于近代市民社会具体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王笛关于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
的研究认为， 19 世纪末汉口公共领域的扩张， 主要是基于社会内部的动力和地方精英积极活动的结果，
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 而晚清成都公共领域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 “官” 推动的影响， 同时加上地
方士绅的合作， 尽管在这里社会与国家仍存在着矛盾冲突， 但相对而言两者之间的互动合作， 亦即国家
对公共领域扩张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更为突出。 他借此说明 “公共领域” 并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
不同地区， 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城市在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 由于各自发展的环境不同， 因而展示出了





及其特点。 他们认为明清时期没有新型社会阶级力量的发生和市民权力的扩张， 19 世纪末以前， 中国
社会不存在任何类似西方那样脱离国家控制的独立自治社会， 直到 20 世纪初， 随着商会等一批新型民
间团体和自治机构的产生， 中国城镇中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发生某种带有体制意义的变革， 城镇公共领域
开始突破传统慈善、 教育、 公益的狭小格局， 扩张到某些原本属于国家权力影响和控制之下的领域。 这
些新式民间社团组织在组织形式、 构成原则、 社会职能等方面都较多地借取了西方近代社团组织的经
验， 具有较浓的民主意识， 在许多方面可以和哈贝马斯所揭示的欧洲中产阶级初现时的 “公共领域” 相
提并论。 [16] （P292-294） 不过， 他们的研究还是从 “公共领域” 的概念出发， 寻找中国近代史中与之能够匹配
的实体和组织， 过于强调 20 世纪初新式民间团体对于传统的摈弃， 以及新式商人西化的一面。 邱捷关
于清末广州七十二行的研究就提出商会不能代表全部、 甚至不能代表多数商人， 认为不能过于强调行会
与商会之间、 “绅” 与 “商” 之间的对立。 [17]






本街区公共利益的事务， 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与 “近代化” 进程关系密切的广州商人的观念和行为还
相当传统和保守的实际状况提出了疑问， 认为有必要更多注意到广州商人重视传统甚至保守的表现， 而
“集庙议事” 之类的传统对广州城及其居民走向近代起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18] 然而正如作者自
己所说的， 广州是研究中国历史上 “市民社会” 应该予以关注的城市， 夫马进在善会善堂研究中也一再
猜想广州的情况， 而事实上如何单凭对报纸资料和某种社会组织的考察远不能说明广州这个城市社会空
间的整体状态和发展趋势。 邱捷在近期另一篇论文中对晚清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公局” 的研究， [19] 虽然文中意识到某些县形成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 却没有从结构上分析县
城中的总局与乡局之间、 乡局内部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是强调其功能上的意义， 从而将两者目为权
益完全相同的机构， 以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概括论述之。
赵世瑜、 孙冰通过对浙江双林镇权力结构历时性变化的考察， 认识到这个市镇上由士绅发起创立的






权威相对抗， 而是弥补国家能力之不足。 [21] 且不说他在叙述中对于夫马进所提出的 “善堂官营化” 和
“善举徭役化” 在对象上有所混淆， 其研究也缺失 “绅士” 这一层面， 而夫马进认为杭州善举联合体中
的善堂绅士在地方官府和救火义集之间还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 [22] （P474） 可见， 其分析仍未接近事实。
郭钦则以长沙为个案考察了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发展特点， 认为长沙呈现出保守与激进
并存、 新兴市民阶层力量较弱的特色， 其市民社会深受历史传统影响。 [23] 这些结论以上海等沿海城市为
参照标准， 以近代企业和贸易、 商会的产生作为清末民初长沙市民社会形成的标志， 并以市民社会的发
展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加诸于长沙这一城市， 在笔者看来都有不妥。
除此之外， 对博物馆、 公园、 茶馆、 报刊媒体等各种类型的公共活动空间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关于
苏州市民公社的研究具有突破 “市民社会” 局限于城市近代化的概念， 屠雪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不是一
般的城市自治团体， 而是具有明显市民社会特征的市民基层自治组织。 [24] 李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影响到
江苏的常熟、 吴江等地区， 1922 年常熟城内成立了 14 个市民公社， 一些乡还发起组织了乡一级的乡民
公社。 至此， 市民公社的衍变展示了一条由城厢而镇， 由镇而乡的运行轨迹， 市民公社的势力逐步向基
层社会扩张。 [25] 这个民国以后的案例事实上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我们从此也可看出， 类似于里甲和保甲
理念而形成的城—城厢—镇—乡的垂直结构一直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结构模式， 正是这种结构模式让我
们可以探究城市与乡村之间信息的传递。
在 “国家与社会” 理论分析框架下对清末公共领域与地方自治关系的问题也出现很多研究成果。 如
周青松在考察了上海的善堂、 会社、 医院、 学校、 公所、 学会、 商团等组织后， 从公共领域发展的视角
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的起源， 认为具有独特社会背景的上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 促使上




他通过对明末以降善会善堂史的研究， 提出 “国家” 与 “社会” 混淆的观点， 认为 “乡绅支配论” 和
“公共领域” 说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难以以之作为研究清代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 夫马进从善堂
角度考察上海近代地方自治和近代化都市建设的研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他认为， 善会善堂以它原
有的形式是不能成为地方自治的前身的， 上海的事例只属于少数的例外。 [6] 他从近代大众思想观念的转
变来讨论上海义冢的问题， 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由于 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间， 上海县城方面的权势阶
层中， 不仅在地方自治的政治问题上， 而且在包括对死者的观念以及 “善举” 的理想状态在内的重大价






织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和支配权以后， 慈善组织的性质依然是 “官绅合办” 或 “官堂”， 极力强调官方在
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协助、 监督和控制， 提出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 “公共领域”。 [27] 这一




关于 “国家—社会” 理论框架、 “市民社会” 和 “公共领域” 理论的讨论及其引发的实证研究已经




关于善堂善会和商会已有很多， [28] 但多局限于城市空间的研究， 并且对一个区域公共空间的整体性研究
尚不多见， 而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评价， 或者说应该是在整体性评价下对城乡、 官
绅的具体实践予以区别分析。
三、 对民间组织与社会演迁关系研究的争论， 包含了对官民界限、 官民各自作用以及中国社会演迁
特征的思考， 其中深化空间巨大
有的学者从仓储等民间组织设置看其在社会稳定和赈灾救荒方面的功能。 20 世纪 30 年代， 邓云特
（邓拓） 的 《中国救荒史》 （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对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进行总结和论述， 认为
仓储是一种积极备荒救荒的政策， 并分析利弊。 1960 年， 萧公权在 《中国乡村——19 世纪的帝国控制》
[29] 一书中将常平仓、 社仓和义仓等仓储制度作为一种灾荒时期的控制体系进行分析， 认为清朝统治者通
过地方仓储网络在非常时期以出售、 借贷或无条件的形式将谷物分发给需要的人， 帮助民众对抗自然灾
害， 以保证他们的缴税能力， 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秩序的目的。 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学者对于仓储在
国家统治社会中的功能的认识。 20 世纪 70 年代起， 法国学者魏丕信 （Pierre Etienne Will） 的荒政史研
究的代表作 《18 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王国斌 （R. Bin Wong） 的
博士论文 [30] 将仓储制度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之后两人合著的 《养民： 中国的国营民仓制度，
1650-1850》[31] 考察了清代仓储系统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分析了当时仓储的经济结构模式和区域差异， 从
与欧洲国家的粮食供应政策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认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民仓体系虽然面临经济结构上的困
难、 财政的约束和政治上的抨击， 仍然以一种成熟的操作网络出现。








有关长江上、 中、 下游区域仓储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 王笛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认为， 在咸
丰之后， 各地仓储的作用实际已有改变， 即以 “备荒” 为主转向军事和地方开支为主。 近代以后这种带
救济性质的慈善组织的频繁出现， 表现了地方士绅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干预社会生活； 是传教士在
上游举办的许多慈善事业的影响， 与社会问题的增多、 社会情况的恶化有关。 这些地方慈善组织的增
多， 对保持社会的稳定是有一定作用的。 [34] （P517、527） 衷海燕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
的乡族义仓广仁庄的个案考察， 认为乡绅们通过控制广仁庄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但仍离不开官府
的监督， 政府对地方的管理由垂直控制转向地方协调。 [35] 任放在其市镇研究中也涉及到义仓， 他认为明




制度相结合， 体现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重的基层控制理念， [37] 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萧公权将仓储
制度与里甲赋役制度相结合的讨论， 但姚文以湖南省长沙县为典型个案， 论述其在社仓管理上明显的里
甲层级模式， 与笔者所论述的区位有一定的相似性。 白丽萍认为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 通过借贷、 赈济
和平粜多种手段相结合， 和其他粮仓一起， 共同在基层社会备荒救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通过和里
保甲制、 乡绅的密切联系， 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手段之一。 [38] 吴滔关于清代江南社区赈济的研究认
为， 区域社会社区发展模式与地方赈济密切相关。 在清代江南社会中， 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表达
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 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 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





织来研究， 多从个案研究出发， 探讨仓储与其他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然而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
仓储的功能与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讨论， 对于义仓本身的运作机制以及结构性的意义讨论得并不深
入， 并且对于设立于县城和乡村的义仓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尚少论及。 自清初设义仓， 就有 “乡村立社
仓， 镇店立义仓” 的规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市镇的增多， 义仓的数目也逐渐增多， 并且在一些地




挥的作用。 另一方面， 在晚清城市公共事务的整体性研究中， 很多学者如夫马进、 王笛、 王卫平等承认
仓储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却很少将仓储与善举进行比较研究。 笔者认为这种对比如同将成都与武汉以
及成都与上海之间 “公共领域” 进行对比一样重要， 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 “荒政” 与 “善
举” 之间的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力的区别等更细节的问题。
统观以上的研究， 首先， 以往 “国家—社会” 框架下的公共领域研究力图寻找国家与社会的界限，
其实， 国家与社会往往均需落实到个体或群体上， 如杜赞奇将士绅分为 “保护型经纪” 和 “赢利型经
纪”。 我们进而关心的是， 无论是官员， 抑或士绅， 都可能祭起国家利益的大旗， 或合作， 或彼此竞争。
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 新旧士绅之间、 士绅与乡间团正仓长之间以及士绅与知县、 巡抚等官员之间的
关系纷繁复杂， 有的地方表现为相互合作与配合， 而有的地方则是相互较量， 此长彼落。 其次， 以往研
究或多从城市空间出发， 局限于城中公共事务的范围， 看不到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然而事实上所谓的城
市精英却总是与乡村有不可忽略的联系， 城市精英与乡村的脱离只是现代中国才出现的新现象。
[参考文献]
[1]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 . Cam-
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M] .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M]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M]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William T. 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 . Mary B.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112- -
Chinese Public Sphere [J] . Frederic Jr. Wakeman. Th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Sphere Debate: Wester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J] .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
ciety [J] .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1993.
[6]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从 “善举” 到 “慈善事业” 的发展 [A]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M] . 天津： 天津古籍
出版社， 2006.
[7] 张志东. 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 现状与思考 [J] . 近代史研究， 1998， （2）； 邓正来， [英]
J. C. 亚历山大编 . 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 种 社 会 理 论 的 研 究 路 径 [M] . 北 京：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1999； 杨 念 群 . 中 层 理
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M]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徐松如， 潘同， 徐宁 . 关于国家、 民众、
地方相互关系的理论与研究概述 [J]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2， （6）； 邓京力. “国家与社会” 分析框架在中国史领域的
应用 [J] . 史学月刊， 2004， （12）； 闵杰.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 [J] . 史林， 2005， （1）； 朱英. 近代中国的
“社会与国家”： 研究回顾与思考 [J] . 江苏社会科学， 2006， （4）.
[8] 杨念群， 沈巍.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杨念群教授访谈录 [J] . 历史教学， 2004， （7）.
[9] 王日根.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 “自域” 与 “共域” [J] . 文史哲， 2006， （4）.
[10]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M]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1] Mary B. 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J] .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1993.
[12] 杨念群.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M]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13] 闵杰.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 10 年回顾 [J] . 史林， 2005， （1）.
[14] 王笛. 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J] . 历史研究， 1996， （1）.
[15] 王笛. 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M] .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译. 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6] 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的近代绅商 [M]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7] 邱捷. 清末广州的 “七十二行” [J]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
[18] 邱捷.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J] . 近代史研究， 2003， （2）.
[19] 邱捷. 晚清广东的 “公局” ——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J] . 清史研究， 2006， （2）.
[20] 赵世瑜， 孙冰. 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 [J] . 近代史研究， 2003， （2）.
[21] 邹怡. 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 [J] . 清史研究， 2003， （4）.
[22] 夫马进. 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23] 郭 钦 . 论 近 代 市 民 社 会 的 区 域 特 质 与 历 史 轨 迹——以 清 末 民 初 湖 南 长 沙 为 个 案 [J] . 湖 南 社 会 科 学 ， 2005，
（5）.
[24] 屠雪华. 试论苏州市民公社的性质 [J] . 江海学刊， 1995， （3）.
[25] 李明. 苏州市民公社的衍变及现代意义 [J] . 史林， 2003， （1）.
[26] 周松青. 公共领域与上海地方自治的起源 [J] . 档案与史学， 1998， （1）.
[27] 王卫平， 黄鸿山.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 普济堂、 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J] . 社
会学研究， 2007， （4）.
[28] 王卫平. 清代江南市镇慈善事业 [J] . 史林， 1999， （1）； 王卫平. 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 [J] . 清史研究，
2000， （1）； 朱英. 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J]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9）； 朱英. 近代中国商
会选举制度之再考察——以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会为例 [J] .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1）.
[29]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30] R. Bin Wo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 [D] .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31] Pierre Etienne Will， R. Bin Wong.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M]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1.
（下转第 119 页）
113- -
[32] 陈春声. 论清代广东的常平仓 [J] . 中国史研究， 1989，（3）； 清代广东社仓的组织与功能 [J] . 学术研究， 1990，
（1）；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 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M] .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论清末广东义仓的兴起——
清代广东粮食仓储研究之三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4， （1）.
[33] 罗一星.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M]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34]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 [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35] 衷海燕. 清代江西的家族、 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4）.
[36] 任放.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 [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37] 姚建平. 清代两湖地区社仓的管理及其与常平仓的关系 [J] .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4）.
[38] 白丽萍.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与农村社会 [A] . 陈锋主编. 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 （第十章） [M] . 武
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9] 吴滔. 清代嘉定宝山地区的乡镇赈济与社区发展模式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4）； 宗族与义仓： 清代
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J] . 清史研究， 2001， （2）；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 [J] .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4）.
[40] 黄鸿山， 王卫平. 传统仓储制度社会保障功能的近代发展——以晚清苏州府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例 [J] . 中国农
史， 2005， （2）. 责任编辑：杨向艳
想， 反映了清初社会的最新进展。 不过， 这种富于创新意味的思想以 “三代之制” 的原始民主作为依
托， 以 《礼记》 “公天下” 的大同思想为准绳， 又借用 《吕氏春秋·贵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天下
之天下也” 的民本思想， 从而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也顺应了中国传统以古为尚的思想观念。
人类文化发展过程并非直线型的， 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如果把人类古代文化
史分成上古、 中古、 近古三段， 那么近古则是对中古的继承和发展， 而其在实现对中古文化的否定时往
往借助于对上古文化某些因素的 “复归”，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复古”。 清初思想界众多思想家在总结
明亡清兴的教训时纷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明王朝的君主专制， 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打开先秦的思想宝库，
从中请出富于原始民主精神的尧舜——三代之治， 以之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 同时借助于此来
表达自己某些富于 “新变” 的思想。 由此可见， 清初复古思想中新变与复古并非绝对对立的两个不相干
的方面， 二者实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诚如清人吴乔所说：
诗道不出于复变， 变谓变古， 复谓复古。 变乃能复， 复乃能变， 非二道也。 [7]
吴乔所论虽为诗道， 但又不限于诗道， 清初复古思想中的复古与新变的辩证关系正可以从中得到诠释。
民族传统的反思与当代意识的求索， 是创立新说的两大依据， 是哺育新思想的两个相反而又相成、 既冲
突又互补的必要条件。 清初 “复古思想” 正因为基于这两大依据， 所以才不仅不被历史所遗忘， 反而在
思想史上愈发显出其耀眼的光辉和独特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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